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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文论的一大传统，文意论生发于 “言不尽意”“辞不达意”“文不逮意”之困，生成于为破

解这种困惑而展开的种种探讨和论说。主要包括，面向作者意匠经营层面的 “明象尽意”，以及文意传达方面

的 “曲尽其意”“三致其意”“意随笔生”说；面对读者审美接受层面的 “观象得意”，以及文意接受方面的

“意味深长”“意在言外”“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说。另外，传统文意论还常从认知角度把文意的存在形态一分

为三，即文前志、文中意、文后感；又试图通过建立三种文意的内外贯通，达成以 “感”为核心的前后呼应。

经过不断累积与沉淀，中国文意论已形成历史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蕴涵。与重符号、重形式的西方意义论相

比，中国文意论有重意象、重文性等特点。我们可不断地基于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以及 “言象意”等文

论观念展开多维观照和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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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意义论与功能论通常相拥并行，不但经久不衰，而且还能与时俱化，保持着推陈

出新的旺盛生命力。２０世纪初以来，西方语言学、哲学、逻辑学等领域关于意义问题的愈演愈烈的探讨和争
论，给中国学界以强力的冲击和多面的辐射。其中，在西方语言分析哲学的影响下，冯友兰即于二三十年代

率先从人生层面研究意义，推出 《新理学》《新原人》等著作，将 “意义”划分为 “思维意义”“经验意义”

“价值意义”以及 “寓于”它们之中的 “源始意义”，并将敞开具体 “意义”的 “与物无对”之域理解为一

种审美世界；并指出这种审美性的整体 “意义”世界超越了西方 “二元分立”思维框架，为重新反省与建构

中国传统哲学与审美思想提供了新的思维领域和理解方式，形成初步的中国 “意义论”之大体框架。① 继而，

受到美国新批评文论家瑞恰兹 （原译为 “吕嘉慈”）之影响，李安宅编译了一部旨在阐释语言与思想关系的

文学批评著作，名为 《意义学》。尽管该书通过大量拈用含有 “意”或 “义”的中国古典诗文句子作阐释，

并一度得到冯友兰、朱自清等名家的推许和应用，但终因其基本限于译介，未能形成像王国维的 “境界”说

那般的中国式自主性文论的新建构，且 “日渐被湮没和遗忘”。② 除了限于刻板的译介等原因，还因为西方意

义论在启发了我们思路的同时，难免会有些 “水土不服”。近些年来，基于 “中国有深厚的意义论传统”之

认定，以及通过对中国传统自主性知识谱系的回溯，学界又不断有人旧话重提，并从学理高度上发出重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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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青：《“中国意义论”框架的探索与研究———冯友兰先生的 “中国意义论”研究》，《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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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意义论之呼吁。① 然而，一时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而今，在文论建设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应沿着从作

者 “传象尽意”与读者 “观象会意”兼通的中国式的思路，顺势而为，采取固有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策

略，通过推进中国传统文意论的新发现和新构建，为全球化文论建设贡献一份 “中国经验”。

一、从 “文不逮意”困惑论到 “明象尽意”解惑论

众所周知，语言服务于意义营造与创造。此即中国人所讲的 “言以传意”，西方人也曾说的 “语言就是

抚育一切意义的母亲”②。与西方意义论强调意义传达依托颇有效力的语言 （语词、语句以及语境）之认知不

同的是，中国意义论生发于人们对语言难以淋漓尽致地传达意义的认识。由于这种意义论在传承演变中又伴

随着 “文以意为主”观念，始终保持着围绕 “文”而展开的中国本色与特色，属于 “文心”论；加之中国文

论谈论文本意义时特别重 “文”，因而我们特地择取传统文论固有的与 “文气”“文情”等词并称的 “文意”

一词，将中国文学意义论称为 “文意论”。在中国文论史上，这种看似颇具现代感的文意理论却由来已久。

它最初大致生发于自先秦以来便令人颇感苦恼的 “言不尽意”“辞不达意”“文不逮意”之困惑。

中国意义论得以展开的触媒是，即使采取某种可奏效的传达策略，语言传达意义的效能也是有限的。据

《周易·系辞上》记载，孔子曾由衷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隐含着双重意思：“言”

既肩负 “尽意”使命，而其言说又难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言语发出者为更好地 “尽意”，只好去用心用

情地寻求某种 “立象”策略作为辅助，故该书又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③ 虽然此所谓的 “象”指的还只是卦象，但却言简意赅地为后人指示了

一条借物象传达意义的策略，并顺势提出了通过 “设卦”“系辞”“变通”“鼓舞”来达到 “尽情伪”“尽言”

“尽利”以及 “尽神”的目的。关于语意与言传的关系，《庄子·天道》的说法是：“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

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④ 可见，

语言贵在传意，语意随语言而生，但又常常遇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困惑。在言说者立象以尽意、接受者据

象而得意的过程中，言说者致力 “传意”“尽意”，而传意未必能达到满意；接受者一旦 “得意”，便会将作

为媒介和工具的传意之言遗忘。对此，《庄子·外物》有过一番妙喻：“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

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⑤ 接受者 “得意忘言”，正如捕鱼捉兔，有人捕到了鱼

却忘了捕鱼的竹笼，有人捉到兔子却忘了捉兔的兔网。这番 “荃蹄鱼兔”妙喻蕴含着这样一种审美之道：一

旦 “得意”，便容易 “忘象”，甚至不惜 “忘言”，也就是因获取了意旨根体而忘记言说手段。在这段历史时

期里，中国文意论交流系统中的言说者角色与接受者角色已经分别登场了。

曹魏时期，经学家王弼在借鉴 《庄子》之论为 《周易》作注过程中，将 《周易》之所谓 “立象尽意”

与 《庄子》之所谓 “得意忘言”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 《周易略例·明象》，其中有言：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

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⑥

认为在言说与接受系统中，各要素之间互为功用。就言说过程而言，“尽意”依托于 “明象”，“明象”靠的

又是 “立言”；就接受过程而言，“寻言”以 “观象”，“寻象”而 “观意”，“得象”而 “忘言”，“得意”而

“忘象”。这种系统化的 “言象意”有机关联，是中国文意论建构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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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吴兴明 《视野分析：建立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义论》（《文艺研究》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指出：且自先秦两汉开始，就生发出一套
“谈论文学意义”的文论资源，但并未 “作为文学意义论来解读”。其 《重建意义论的文学理论》（《文艺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进
而指出：“意义论文论是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回归性重建的一个重要选择。”并提出了如下理由：“第一，研究文学独特的意义机制是

对文学事实最切近的探讨；第二，对文学意义值的探究包含了几乎所有文学理论的重要视角，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视野纵深；第三，

中国有极为深厚博大的意义论文论的传统。”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２１页。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 ５０３、５０４页。

⑤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 ４８８、９４４页。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６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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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言不尽意”之困进一步转义为 “文不逮意”之惑。正是面对这种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困

惑，西晋著名文学家兼文论家陆机才写出了其 《文赋》。这篇赋强调为文立意要崇尚巧妙，遣词造句要注重

优美，并提出了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等创作观念。① 与此同时，“意”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乃

至有个叫庾子嵩的名士，竟然兴冲冲地写了一篇 《意赋》，并揭示了 “意”之 “在有意无意之间”的真义。②

随之，南朝宋代史学家、文学家范晔 （即 《后汉书》的作者）在 《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明确提出了

“（文）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两大命题。③

至梁代，刘勰在其 《文心雕龙》中以 “文心”为整体架构，推演并阐发了 “文德”“文情”“文意”等

一系列观念。其中，“文意”这一概念，先是见于 《宗经》：“通乎 《尔雅》，则文意晓然。”意思是说，只要

通晓 《尔雅》这部书，就能通晓 《尚书》之 “训诂茫昧”的文意。随后伴随 “文心”论述多次出现。④ 刘勰

既把文情当作文意的核心看待，又把文辞视为文意传达的手段。该书 《知音》篇提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

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⑤ 认为缀文的作者与观文的读者常常会围绕 “情”字进行对

话交流，交流的媒介就是那些饱含情理的文辞；通过 “沿波讨源”，文辞可以彰显幽隐的文意。文意缘于

“情”，落实为 “文情”，又不离 “文心”，因而该书 《序志》将 “文心”解释为 “为文之用心”。⑥ 文辞既是

作者文意传达的方式，又是读者 “解意”以及 “以意逆志”的依据。

综上，自先秦以来，随着由 “言”“意”关系到 “文”“意”关系探讨的展开，中国文意论几乎覆盖了

作者经营层面的 “尽意”与读者接受层面的 “得意”以及文本层面的 “存意”三大论域。特别是，在魏晋王

弼等解经学基础上，历经陆机对 “文不逮意”问题的破解，六朝范晔之 “以文传意”“文以意为主”说与刘

勰之 “为文之用心”说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以 “象”为媒介的传统文意论之雏形，并踏上 “明象尽意”与

“观象得意”两大命题交互探索的征程。

二、从 “明象尽意”经营论到 “观象得意”接受论

如何应对与破解 “文不逮意”难题？如何有效地实现 “以文传意”？经过丰富的实践与广泛的探讨，人

们找到了一个应对良策，即 “明象尽意”，也就是借助于象的彰显传达意韵。文学传象所要彰显的 “象”主

要包括 “物象”“事象”“境象”以及 “心象”等。后人所谓 “意匠经营”，大抵如此。⑦ 相应地，人们在文

意探讨中也开辟了一条 “观象得意”通道。

１ 诗文理论中的 “心物交感”明象传意功能论。

深受 《周易》尤其是魏晋时期 “言意之辨”的影响，西晋陆机自叙作 《文赋》的目的是提出并解答如何

在 “为文”中 “逮意”，以及如何通过 “称物”而 “逮意”等问题。此所谓 “物”，就是指架构 “文”与

“意”关系的 “物象”。的确，在用以传意的诸种意象中，“物感之象”是最先被认知的。狭义的 “文”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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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著，金涛声点校：《陆机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 １、３页。
据 《世说新语·文学》说：“庾子嵩作 《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

‘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刘义庆撰，徐震?校注：《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１４０页。
《宋书·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 １８３０页。
《书记》篇有 “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才略》有 “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序志》有 “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

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等等。至于 《裁》篇讲文意如何锻炼、文辞如何裁剪，《附会》

篇讲文意如何会合成整体等等，虽没有直言 “文意”，而实关乎 “文意”。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６５、９６９、１８２８、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页。

⑥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 １８５５、１８９８页。
据前人考察，“意匠”一词来源于晋陆机的 《文赋》：“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强调作者如同工匠，其文意创造也如同契约

制定，可借文辞传达以奏效。后来，所谓 “意匠经营”，指画家凭着妙手偶得、匠心独运来营造画意，这一词语首见于唐代杜甫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说的是像曹霸将军这样的画家，善画马，接到皇帝诏书便开始酝

酿才情，一旦胸有成竹，便挥笔而就。后扩而大之地用以指高明作家的文意营造。其间，唐王士源 《孟浩然集序》有言：“文不按

古，匠心独妙。”据此，人们又常以 “匠心独运”称赞工匠或艺术家别出心裁的构思巧妙。后来，南宋楼钥曾在其 《催老融墨戏》

中用 “濡毫洗尽始轻拂，意匠经营极深”这样的诗句来赞美书画家老融的墨宝。至清代，赵翼 《游网师园赠主人瞿远村》诗中写

道：“想当意匠经营时，多少黄金付一掷。”强调艺术水平高下是不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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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以 “明象”的言辞。广义之 “文”至少包括 “为物”“为体”“会意”“遣言”与造 “音声”、制 “五

色”等要素，以 “多姿”“屡迁”“尚巧”“贵妍”为审美追求，由此营造出诗情画意。

“境”作为 “象”之一种，在 “明象尽意”中尤为重要。在文论家们看来，景象以及境象的基本功能及

其审美效果与物象大致相似，均可纳入物象系统审视。历代诗论者们常以 “意”统摄 “物象”以及 “景象”

“境象”。唐代诗人兼诗论家王昌龄已经看到了境象之于 “立意”“作意”的助力作用，其 《诗格》曰：“凡

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诗有三宗旨：一曰立意，二曰有

以，三曰兴寄”。① 不仅反复强调高的诗意成就高的诗格，而且还把 “作意” “立意”视为诗歌文意创构的

“三宗旨”之首。如何更好地 “立意”“作意”？王昌龄讲：“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

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昭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

思不来，不可作也。”这段话被当年来华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转录于其 《文镜秘府论》中。② 大意是，为更好

地进行 “文意”创造，作者应适当放宽性情，以便 “境象”生成，从而建立起 “立意”“境生”“作文”三

者之间的关联。随之，皎然 《诗议》云：“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

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③ 此将虚实难明的 “境象”分解为可

观看的 “景象”、可听到的 “风象”、无体貌的 “心象”、无定形的 “色象”。“心象”既属于 “境象”，又具

相对独立性，可与 “意象”“境象”等用以创造诗情画意的诸概念互参通释。

基于 “物我合一”“心物交感”等观念，唐代画家张?在谈到画意创造时，触及了 “物象”“心象”及

其由来问题，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④ 所谓 “师造化”，即以自然为师，采取 “比

象”手法立象，此 “象”主要是自然界的 “物象” “景象”；而 “得心源”，讲的是如何传达人物的内心世

界。这样，作者所传之 “象”便可视为 “心象”。后来，朱熹更是指出：“意者，心之所发。”⑤ 认为 “意”

乃 “心”之所发，以示 “心象”传达服务于文意创造。近代林纾 《春觉斋论文》曾指出：“文章唯能立意，

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又曰：“意者，心之所造；境者，又意之所造也。”⑥ 讲的是，“意”由 “心”

创造而出，“境”又由 “意”创造而来。

在 “循物求意”上，宋代邵雍 《观物内篇》曾给后人提供了这样一条思路：“夫意也者尽物之性也，言

也者尽物之情也，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尽物之性者谓之道，尽物之情者谓之德，尽

物之形者谓之功，尽物之体者谓之力。”⑦ 此通过连环诠释，给出了某种指向性的回答：以 “物”为参体、

“人”为本体作分属，“意”分属尽物之性，与分属尽物之情的 “言”、分属尽物之形的 “象”以及分属尽物

之体的 “数”形成关联。四者又分别被称为 “道”“德”“功”“力”。从广义的文意论看，皆可纳入 “物我

合一”“心物交感”对待。

在 “明象尽意”上，尽管不同文体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其借物象、境象传达的策略却基本一致。

关于其大概，清代刘大鏪 《论文偶记》有这样一段论述：“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出

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⑧ 古人为文，常效法借助

物象以 “明理”的 《庄子》智慧，惯于追摹借助事象以 “传情”的 《史记》策略。

在传统诗文理论中，以 “诗情画意” “人情物理” “心物交感”为内核的文意论往往强调 “文意”的

“明象”委婉传达，所选取和彰显的 “象”常常既基于 “物”，又缘于 “事”。

２ 小说戏曲理论中的 “文事交互”明象传意功能论。

梳理 “明象尽意”文论系统，除了上述诗文论中的借 “物象”传情尽意，值得总结的还有小说戏曲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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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１６０、１６３、１８２页。
③　 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 １３０９ １３１０、１４１４页。
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 ２０１页。
黎靖德编纂，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 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９６页。
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 ７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６３６５页。
邵雍著，郭整理：《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 １６页。
刘大鏪：《论文偶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１２页。



中国 “文意论”之多维观照与系统构建

中借 “事象”叙述寓理的明象尽意智慧。金圣叹认为，《水浒传》的事象传达既有对史家 “以文运事”叙事

传统的延续，又更多基于文家 “因文生事”之笔的创生，颇能凭着 “削高补低都由我”的灵活性，尽情创造

其意。他不时地指出 “遂与史迁无二也”“真与史公并驱矣”①；又不断强调小说家不同于史家，另有事象传

达之道。如，针对 《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所写武松为施恩醉打蒋门神路上不断喝酒一节，金圣叹评曰：“凡

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如似事而已矣，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

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烦施耐庵撰此一篇也哉！”② 他的意思是，对宋祁这样的史

家可用一行字完成的事象，施耐庵却洋洋洒洒写来，通过自成别致的事象，有效地渲染了人物的文情胆气和

文意趣味。又如，其第六十七回又有总评曰：“我前书宋江实弑晁盖，人或犹有疑之。今读此回，观彼作者之

意，何其反覆曲折，以著宋江不为晁盖报仇之罪，如是其深且明也。”③ 在金圣叹看来，晁盖之死，宋江是脱

不了干系，施耐庵故意采取史家 “春秋笔法”，以含而不露的事象，隐含了这场夺权阴谋；而后文又反复写宋

江不为晁盖复仇，此事象又进一步印证了宋江蓄意谋害之阴险。另外，金圣叹评 《水浒传》还揭示了诸多事象

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如，他在第十八回的回前作总评曰：“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

秀才。”④ 指出作者写人之 “声口”的意图是在 “痛骂”官吏、秀才两种人，寓含骂世之旨、褒贬之意。

金圣叹还在稍后的顺治十三年 （１６５６），通过其所评 《西厢记》延续了 “事为文料”命题，认为作者意

在借男女相思 “事象”，寄寓意在言外的 “千种相思”滋味，从而传达某种 “风教”意蕴，对戏曲小说所写

男女之事进行经验总结，既为 《西厢记》中男女之事辩白，又提出了 “意在于文” “意不在事”说⑤，对

“文意”与 “事象”之体用关系作了较为精辟的概括。

在明清小说评改中，除了原作者不厌千回改的加工与提炼，评改者思想观念的输入也常常能带来文意的

精致与深厚。如，清代张竹坡曾声称，他之所以要评改 《金瓶梅》，是因为 “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

目”，旨在 “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词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至于以 ‘悌’字起，

‘孝’字结，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恻，又以玉楼、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 《金瓶》

矣”。⑥ 这是在强调自己意在通过强化作者应然的学问经纶，将 “奸夫淫妇” “淫词艳语”等事象传达解作

“草木幻影”“起伏奇文”，使得文意上超越此前版本。

如果说，诗文作者长于借 “物象”“景象”描摹以尽意，重在诗情画意的营造，那么可以说，小说戏曲

作者借 “事象”叙述以尽意，则是重在对事态或事理进行传奇化艺术处理，如此便超越了史家那般实实在在

的事实记录。在作者心中、评者眼里，小说戏曲作者总是为了服务于 “取悦”人的意趣创造而使 “事象”得

以彰显的。

根据中国传统文论所示，文意触发于作者的 “观物取象”，形成于其 “明象尽意”，最终完成于读者的

“观象得意”。其间，无论是重意轻言，还是重言轻意，“意象”永远是 “言象意”系统里的最基本的支点。

传统 “文意论”总是会强调作者通过 “意象”“境象”“事象”以及 “心象”等审美创造，并进而探讨如何

实现 “以文传意”。

３ 以上所述主要是作者意匠经营问题，相应地，中国文意论所及还有以读者审美接受为核心的 “观象得

意”问题。

在文意探讨中，面向文本世界里蓄积的世态人情以及人类精神之高意深趣，读者常心怀 “探赜索隐，钩

深致远”兴趣。⑦ 由于作者 “明象尽意”常遵循 “文奇义正”“文妙意深”艺术规则，注重传奇叙事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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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 １８７、８７页。
③④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第 ５４０、１２２３、３４２页。
原文是：“盖事则家家家中之事也，文乃一人手下之文也。借家家家中之事，写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也。意不

在事，故不避鄙秽；意在于文，故吾真曾不见其鄙秽。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犹呶呶不休，詈之曰鄙秽，此岂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

又独甚解其事故耶！”王实甫著，金圣叹评点：《金圣叹评点西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８页。
秦修容整理：《会评会校本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 １４８９页。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语出 《易经·系辞》，本指以 “蓍草”和 “龟甲”卜筮，探求繁杂的物象，索求幽隐的事理，钩求深远的

道术，使人预知远大的前途，成就辉煌的事业。后泛指探究深奥的道理，搜索隐秘、深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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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寄寓，因而相应地，读者及评者的文意探索常热衷于以 “情理”为核心的文本 “深意”探索，并由此生

发出关于文本 “深意”的诸多说法。从读者审美视角看，“观象得意”的程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着眼

于作者 “明象”之道的观艺；二是基于观艺并进而深入到洞察文本所蕴涵的 “情理”境界的观意。

古人对事物的认知以及理解与把握有深浅，常存层次差异。用 《论语·子张》所记载的孔子弟子子贡的

话来说，就是 “浅者见浅，深者见深”。特别是，从读者 “观象得意”的认知层次看，其浅深之辨值得特别

重视。在中国文意论系统中，苏轼曾将 “观象得意”推演为 “深观其意”①，后人也将其表述为 “因象而

求意”。②

且不论诗文之诗情画意的接受，就拿小说阅读而言，冯镇峦 《读聊斋杂说》就曾指出：“是书遍天下无

人不爱好之，然领会各有深浅。”③ 即便是同一部小说，也往往会因阅读者领会的深浅而形成深浅不同的意

义。现代美学家朱光潜在进行美感经验分析时，曾借以言说审美之道：“在物我同一中物我交感，物的意蕴深

浅常和人的性分深浅成正比例。深人所见于物者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④ 物我同一、物之美感意蕴的深

浅与观物之人的性分的深浅大致相应。观物之意蕴与观人之意蕴皆有深浅之分，观文之意蕴同样如此。“意在

文内外”的认知观念有利于阐释视界融合下的文意流动与穿越问题。

如果说，“境显意深”是作者 “明象尽意”的最高追求⑤，那么可以说，读者 “观象得意”自然也以

“深观其意”为最高追求。苏轼所谓 “深观其意”，特别注重以 “观画”审美的眼光，通过观赏其如画之 “意

象”“境象”，以深入到关于文学文本之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之中，并进而将文意美感传达出来。

文学家和文论家们纷纷将 “意趣”“神色”“意新”视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学叙事功能和写人本色的关键指

标。此属于中国传统诗学的 “意味”观，或者说是对传统诗学 “新意”与 “深意”观念的丰富与发展。清代

李渔在其 《窥词管见》中指出：“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

之新又次之。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⑥ 可见，“意新”之关键在于

取意于 “寻常闻见”，合乎情理。另外，李渔在其话本小说集 《十二楼》中的 《鹤归楼》中，通过写悲欢离

合的婚恋故事这一 “事象”来寄寓自己对世情人性的独到见解。对此，评点者杜轈指出：“此一楼也，用意

最深，取径最曲，是千古钟情之变体。惜玉怜香者虽不必有其事，亦不可不有其心。”⑦ 这篇小说到底有何

“深意”待解？孙楷第曾给出过这样的答案：“郁大概就是 ‘欲’字，郁自昌就是 ‘欲自昌’。段玉初乃 ‘断

欲于初’耳。”⑧ 作者意在借如此事象警醒世间痴情男女不应一味溺于情沼，而应注意 “审时度势”，有时

“假做无情”反倒能赢得圆满。其更深层次的寓意是，作者借正反两面镜子 “劝世”，启悟世人面对逆境时，

贵在有所权变，是作者运用新奇文笔传达新意的体现。

在 “观象得意”方法的指引下，人们除了常常提倡放眼先后，兼顾内外，还从深浅以及奇正、新旧等维

度展开探讨。于是，关于文意，古人不仅注重作者创意、读者解意，而且还常从文意本身的内外、隐显、曲

直等维度获取意义。

三、关乎文势与文气的 “曲尽其意”论与 “三致其意”论

在传统文意论中，我们发现不少关于通过文气与文势营造助力文意传达问题的论述。其中，“曲尽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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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既醉备五福论》曰：“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明确提出了 “深观其意”的诗歌鉴赏方法。苏轼著，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５１页。
项穆著，李永忠编著：《书法雅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 １８７页。
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９页。
《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第 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 １４７页。
清代盛大士 《溪山卧游录》指出：“画有四难：笔少画多，一难也；境显意深，二难也；险不入怪，平不类弱，三难也；经营惨淡，

结构自然，四难也。”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５８页。
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李渔全集》第 ２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５０９页。
李渔：《十二楼》，《李渔全集》第 ９卷，第 ２３３页。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序》，《沧州后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 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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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其意”等文意传达之道值得特别重视。

１ 传统文论关于作者 “曲尽其意”的论述。

相对于史家重视秉笔直书，是是非非、褒褒贬贬，常追求直言实录而言，文家善于明象以尽意，为文常

讲究一个 “曲”字：传情要 “曲尽人情”，写人状物要 “曲尽其态”，文意创造要 “曲尽其意”。追根溯源，

这种行文之道大致由 《易·系辞》所谓的 “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言说之道演化

而来。

如何实现为文的 “曲尽其意”“曲尽人情”？如何做到行文的 “笔力曲折”？这些问题，宋人多有论及。

《春渚纪闻》卷六记苏轼言：“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作者亦附

和：“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① 认为世间乐事，无过于写诗做文章，而写诗做文章重视的是 “尽意”，

“尽意”又要讲究 “笔力曲折”。以 “曲折”评文，且看 《朱子语类·论文》评价欧阳修之文，便指出其

看似 “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 “然有纡余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得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

比”②，如此评语强调的是，欧文的过人处在表达上讲究曲折反复，使文意深婉，值得玩味，是那些辞意传

达直来直去的文章所不能企及的。小说戏曲叙事，也讲究曲径通幽。对此，金圣叹评 《西厢记》讲过：

“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 《左传》，都用此法。若不

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西厢记》最是解此意。”③ 如此真是别具慧眼，竟然

能跨时空、跨文类地窥见 《西厢记》与 《左传》之间的关联，总结出 “目见”与 “手注”之以彼写此

“曲笔”秘密。晋代杜预 《春秋左传序》指出 《左传》“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④。金圣叹所言正与其相

呼应。“夫所谓 ‘妙处不传’云者，正是独传妙处之言也。停目良久睇之，睇此妙处；振笔迅疾取之，取

此妙处；累百千万言曲曲写之，曲曲写而至于妙处；只用一二言斗然直逼之，便逼此妙处。然则又必云不

传者，盖言费却无数笔墨，止为妙处。乃既至妙处，即笔墨都停。夫笔墨都停处，此正是我得意处。然而

后人欲寻我得意处，则必须于我笔墨都停处也。”⑤ 在金圣叹心目中，《西厢记》的作者常常通过曲曲折折

之笔，使读者 “得意”。金圣叹在 《水浒传》评点中，特别以 “深文曲笔”概括小说的为文之妙，所谓

“草蛇灰线”“背面铺粉”“欲合故纵”“横云断山”“鸾胶续弦”“弄引”“獭尾”“正犯”“略犯”等都是

这种性质的行文运笔之道。总之是为突破 “妙处不传”之困，而借助事象叙事，收获含而不露、含蓄蕴藉

的效果。

文意多靠委婉而 “传”，而 “传”又可与 “转”互训相通。《释名》曰：“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

信也。”又曰：“传，传也，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转相传，无常主也。”⑥ 古人重视转中取意，宋代吕祖谦

《丽泽文说》引吕本中之言曰：“凡作简短文字，必要转处多，凡一转，必有意思则可。”“杂文须多看他节奏

紧处，若意思新，转处多，则自然不缓。善转者如短兵相接，盖谓不两行又转也。讲题若转多，恐碎了文字。

须转虽多，只是一意方可。”⑦ 为文若求新意，需 “善转”，又要注意围绕 “一意”，做到一气贯通。明袁黄在

《游艺塾续文规》卷六记 《思白董先生论文》：“文章之妙，全在转处，转则不穷，转则不板，如游名山，至

山穷水尽处，以为观止矣，俄而悬崖穿径，忽又别出境界，则应接不暇。”⑧ 文意之深，时常靠 “转”实现，

且愈转愈深。文如此，诗亦然。清代贺贻孙 《诗筏》特别强调说：“古诗之妙，在首尾一意而转折处多，前

后一气而变换处多。或意转而句不转，或句转而意不转；或气换而句不换，或句换而气不换。不转而转，故

愈转而意愈不穷；不换而换，故愈换而气愈不竭。善作诗者，能留不穷之意，蓄不竭之气，则几于化。”⑨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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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鑅著，张明华点校：《春渚纪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８４页。
⑦　 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 １册，第 ２１３、３２９页。
⑤　 王实甫著，金圣叹评点：《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 ８、１４３页。
阮元编刊：《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１７０６页。
刘熙撰、愚若点校：《释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 ８８、７８页。
袁黄著，黄强、徐姗姗校订：《游艺塾文规正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３９页。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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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愈转而意愈不穷” “愈换而气愈不竭”云云，意思是灵活运用 “转” “换”笔法明象尽意是千秋不易

之道。

为文之道与传意之妙，常追求文尽而意不尽，追求让读者读罢 “执卷留连”“掩卷合目想其神理”等效

果。小说戏曲要实现叙事的传奇化，“转”或者 “脱卸”颇能奏效。后人论小说戏曲的为文之道，也总结出

“蓄”字诀、“转”字诀等关乎曲尽其意的评语。

总起来说，“文意”传达至少关系到文之内外以及隐显、曲直等一系列问题。或像皎然所谓的 “假象见

义”，或像程颐所谓的 “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借助明象以尽意；或像金圣叹所说的 “目注彼处，手写

此处”……而这种种 “曲折”自然常被认为是 “意匠经营”的结果。这种意匠经营的 “曲尽其意”审美效

果是荡气回肠，一波三折。

２ “三致其意”：传统文意论所及文意深化与强化策略。
兵学讲究 “一鼓作气”，而文家、史家看重 “三致意”。在文家、史家的 “明象尽意”实践中，“三致其

意”是一种强化与深化的艺术。这意味着，作者 “尽意”往往难以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反

复，要经过历时的、动态的累加和展开。这就是传统文意论不断提到 “三致其意”或 “三致其志”说的依

据。此 “三”自然未必是确指。

在史传、诗文等文类创作中，“三致意”早已成为一种文意创造的自觉。西汉司马迁在 《史记·屈原贾

生列传》中说：“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① 说屈原为劝告君王振兴国家，为把楚国

从衰弱的颓势中挽救过来，不惜在 《离骚》一篇作品里进行苦口婆心的再三陈情。宋代胡仔在其 《苕溪渔隐

丛话》前集卷四十七中引录黄庭坚的话说：“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

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② 诗文常通过创造意境而求工，尤其是那些长篇之作，需在确定大意之

后，再三委婉曲折表达其意，方能成文。同时代的陈善，在其 《扪虱新话》卷五 “作文贵首尾相应”中，也

征引了黄庭坚所谓的 “曲折三致意”之见。③ 讲的是，东晋大将军桓温看到 《八阵图》，由 “击其首则尾应，

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产生了 “常山蛇”阵势联想，并由此兵法悟出 “宛转回复，首尾相应”

的文章法；进而联想到黄庭坚所谓的 “曲折三致意”为文之道。

关于小说创作及其文意传达，各路作者也总是不惜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对这种为文之道，作者

或评者常用 “三致其意”进行交代。如，明代凌初在 《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与 《凡例》中称 《二刻拍案惊

奇》这部小说 “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并进而强调这是靠着 “每回之中，

三致意焉”而实现的。④ 为了表达某种 “劝戒”之旨，作者在创作中不惜反反复复予以强化，不厌其烦，不

计代价。《水浒传》第八回写林冲发配沧州路上，遭遇了一生低谷中的世态炎凉，以及乾坤颠倒的世情，而

这些皆由银子引出。故小说作者为寄寓惩劝意旨，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反复写银子的力量。金圣叹读后，慨

然生出 “十三叹”，并在回评中指出：“此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旁作余文，则于银子三致意焉。”⑤ 通过 “三

致意”银子及其作用，充分展现了林冲步步陷入绝境的命运，是因为要突出林冲的 “恩义”之名是由 “银

子”成就的。

至清代，小说批评仍常以 “三致意”等评语来评说某些小说的整体酝酿构思。如，马从善在分析文康

《儿女英雄传》的写作情景时说：“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

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⑥ 由这番解说可见，文康本系名门之后，却因诸子不肖而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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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 ２４８５页。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 ３２０页。
原文是：“桓温见 《八阵图》曰：‘此常山蛇势也。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予谓此非特兵法，亦文章

法也。文章亦要宛转回复，首尾相应，乃为尽善。山谷论诗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

常山蛇势也。”陈善撰，查清华整理：《扪虱新话》，《全宋笔记》第 ４７册，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２７４页。
朱一玄编，朱天吉校：《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９０８、９０７页。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第 １８７页。
文康：《儿女英雄传》，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６年，第 ６５５页。



中国 “文意论”之多维观照与系统构建

下层，于是感慨系之、一唱三叹地写出这部 《儿女英雄传》，以 “抒其未遂之志”。正是凭着 “于世运之变

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增强了这部小说的意蕴和厚重感。

在文意论者们心目中，那些 “明象尽意”的意匠经营，往往要从 “以言立象”到 “明象尽意”，通过

“曲尽其意”“三致其意”，反反复复，而更好地奏其 “文以传意”之效。

四、“文意”内外分解论与 “入出”观意通贯论

“入出”说，也称 “出入”说，本是古人总结的一种出入文之内外的读书之道。徐中玉曾撰有 《古代文

论中的 “出入”说》一文，将其推延到关于文学创作的探讨。① 事实上，这种关于意在文内文外的观念，也

早已成为中国文意论建构的重要视角与思路。

首先，传统文意论认为，文意通常由作者生发于文先，再蓄积储存于文内，然后还可随读者漾出文外，

故有 “内外意”之说。这显然是以 “文”或而今所谓的 “文本”为参照而言的。由此可见，兼融文势与文气

的文意不仅仅是文学文本内部字里行间的一种静态沉积，而且还是一种穿行于文本内外的动态存在，或 “在

笔先”，或 “随笔生”，或 “在文外”，无处不在。

文意有文表意与文中意之别，有文内意与文外意之分，因而人们常从多义性上来理解文意。据考察，唐

人即开始了关于 “意”的内外分辨，“内”固然以隐为主，“外”也往往追求不露痕迹。旧题唐白居易 《金针

诗格·诗有内外意》指出：“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二曰外意，

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② 后来，元代杨载

的 《诗法家数》所谓 “内外意”与之大同小异，无非是说，外意以表象形式显现，内意隐含于文本之中：

“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意含蓄、方妙。”③ “内意”贵在尽理，属于 “体”，带有

目的性；而 “外意”则主要是意象，多为 “用”，相当于服务于内意传达的手段。内外意皆重含蓄，是诗之

成为诗的依据，符合 “诗格”。

关于文论的 “立意在先”，书法论有所谓的 “意在笔先”，绘画论也有所谓的 “胸有成竹”或 “胸中有

大丘壑”。晚唐张彦远在 《历代名画记》中讲到的 “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意不在

于画，故得于画”等观念，影响深远。④ 所谓 “意在笔先”，强调的是 “立意”优先原则，这个 “意”主要

指 “意图”，是文学艺术文本外部的作者之意。既可见于作者明示的创作初衷，又可见于读者借助 “以意逆

志”推求的作者所寄志意。

值得注意的是，由古人所谓 “内外意”以及 “文内意”与 “文外意”观念，后人又推演出 “辞前意”

与 “辞后意”之说。明代谢榛 《四溟诗话》根据 “意”的存在方式提出 “辞前意” （先命意或立意）、

“辞后意”（意随笔生、文中意）之说，并分别用以评说盛唐诗与宋诗之特点与得失。他所谓的 “先立意”

大意是打腹稿，而不是 “主题先行”。此外，谢榛通过拟出的客人关于 “意” “辞”之关系及 “立意易，

措辞难”之问，回答道：作为 “辞前意”，其 “内出者有限”；只有 “意随笔生，而兴不可遏，入乎神化”

“或因字得句，句由韵成，出乎天然，句意双美”，才能使 “辞后意”那 “外来者无穷”。⑤ 谢榛所谓 “辞

前意”“辞后意”指的是辞前 “先立意”而后再用 “辞”来 “运意”，进而通过 “意随笔生”来完成

“意”的传达。在他看来，“先立意”是有限度的，“意随笔生”是根本。无论是强调 “意在笔先”“胸有

成竹”，还是强调 “意随笔生”，乃至强调辞后 “余韵荡漾”，文论家们都在强调 “意”是文的生命，因而

“文以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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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古代文论中的 “出入说”》，初发表于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 １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 １９ ３７页；
后收入徐中玉：《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 ２０５ ２２５页。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 ３５１ ３５２页。
杨载：《诗法家数》，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 ７３６页。
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 ２３、３４、３６页。
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３１５、１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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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 “入出”方法和思路看，“得意”之道也追踪或兼通文本内外。南宋陈善 《扪虱新话》卷四曾

提出：“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

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尽读书之法也。”① 这是从

读者角度提出的立足书内、放眼书外、内外兼顾的读书方法，隐含着文内意、文外意观念。近代王国维 《人

间词话》曾将陈善这种 “读书须知出入法”的读者阅读经验翻转为作者创意观念，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

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

故有高致。”② 这是针对作者创意视界而言的，对读者解意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

作者通过 “入乎其内”为文章注入生气，读者通过 “入乎其内”从文章中获取生气；作者通过 “出

乎其外”为文章带来高致，读者通过 “出乎其外”理解文章的高度。无论是作者 “出外入内”的 “明象

尽意”，还是读者 “出外入内”的 “观象得意”，都注重求深、求新，以深意累现、新意迭出为艺术经营

和审美目标。

读者 “观象得意”，需按照传统 “知人论世”思路，根据作者的原意，对文学所叙 “本事”以及所写人

物 “原型”进行索隐，进而论说缘起于世态人情的文意。读者 “观象得意”也常常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

外，这种审美路数仿佛 《聊斋志异·画壁》中的那位朱孝廉，因痴迷壁画中的散花天女而进入壁画世界，经

历过一场奇幻而又惊心动魄的爱情体验后，又回到现实，既得文意生气，又获文韵高致。当然，还可借助

“以意逆志”，实现 “通作者之意”。如此回环往复，对经典文本展开不断回味性的阅读。

在中国文意论系统中，“意在文内外”说为文意的分解阐释与融合建构提供了方法，也为全方位审视文

意的流动与穿越提供了思路。

五、中国文意论传统的会通建构

中国文论在生发过程中显示出较强的会通性，传统文意论尤其如此。所谓 “会通”，源自 《易·系辞

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最初指事物运行中的交会与变通，后也被视为一种融会贯通的

认知方式。这种始于哲学领域的统合理念，被刘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成为 《文心雕龙》通揽阐释情与景深

层交融等文学创作现象的特效理念，即所谓的 “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中国传统文意论涉及面广，

具有多重层次性。虽然看似博杂烦乱，但因其所围绕的中心是 “文以意为主”的 “文”，所论及的文学现象

又总体上属于 “文心”，兼顾了 “为文之用心”与 “观文之会心”等文理，故细辨之，亦可见其以 “文”为

中心的 “内外意”之贯通，以及以 “感”为核心的前呼后应。

１ 以 “象”为媒介，实现作者 “明象尽意”与读者 “观象得意”之联通。

按说，文意的第一解释权应该属于作者，但在观文解意过程中，由于 “诗无达诂”现象的存在，读者之

意与作者之意也常存在龃龉，甚至错位。“明象尽意”与 “观象得意”之间所形成的文意传达与文意接受的

呼应，并非完全是默契性的。清代贺贻孙 《诗筏》曰：“诗以偶然语写偶然景为得意，凡他人所谓得意者，

非作者所谓得意也。”③ 即使知音读者，其所得之意也往往并非就是作者原初意图。这也正如谭献 《复堂词录

序》所说的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④ 读者用心体会而获得的文意，未必是当初作者

用心传达的意思。文意到底是确定性的，还是变动不定的？中国传统意义论触及作者寄意与读者解意非确切

对应的困惑。无论如何，尽管作者呼唤知音，但作者 “明象尽意”之 “意”与读者 “观象得意”之 “意”

只可能取得某种 “公约数”，不可能完全一致。正是这种求同存异，使得二者之间的贯通富有张力。这意味

着，作者意图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其寄意的先决性常常遭到抵触。可以说，相对于作者在文气论上更具权威

性而言，读者在文意论上拥有更大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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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善：《扪虱新话》，《全宋笔记》第 ４７册，第 ２７０页。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４０页。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 １７８页。
谭献：《复堂词录序》，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 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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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自范晔提出 “文以意为主”一千六百多年来，尽管这一命题得到唐代杜牧、清代王夫之等名家重

申，但也不断遭到质疑。就连得力支持者王夫之也持论不一，他曾在 《明诗评选》卷八有所谓的 “俱不在

意”之说①，甚至还在 《古诗评选》卷四说：“故知 ‘以意为主’之说真腐儒也！‘诗言志’，岂志即诗乎？”②

强调作者志意并不简单等同于诗意。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所显示出的既是重意还是重艺的问题，也是作者

“尽意”与读者 “得意”如何贯通的问题。

还有一个道理，文意解读总是会出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现象。经典文本凭着厚积

和深储，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意。诗词意义探寻如此，小说戏曲意义发现更是这样。传统小说作者

的 “文意”创造常常注重从人性到人生的升华，通过叙事游戏寄寓人生哲理；而小说读者又惯于从 “解

味”“解悟”高度去对小说文本 “解意”。《红楼梦》第一回有言：“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如

痴如醉的苦心经营及其留下的相应的文意创造，谁能感同身受？谁能情趣相投？谁掌握最终的解释权？谁

能做到 “了解之同情”？只能是知音的读者。此外，对一部经典之作而言，文意阐释的空间是富有弹性和

张力的。如，关于 《红楼梦》创作的意图，鲁迅 《〈绛洞花主〉小引》有几句颇有影响的评判：“单是命

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

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③ 这几句话常为人征引的话，也在告诉人们：关于经典小说的文意常是因人而异、取

之不尽的。

总之，作者 “明象尽意”与读者 “观象得意”均以物象或事象等 “象”为对话交流的媒介，而 “象”

本身也常凭其 “有意味的形式”为文意贯通服务。

２ 以 “内外意”观念为基础，建构中国文意论之 “志—意—感”系统。

从存在状态看，“意”可分为三态：文前意、文中意、文后意。文前意，即进入文前的作者意图，可用

“志”概括；文中意，即被注入文内的意旨和意味，至少包括文中的 “情”“美”“德”“理”等；文后意，

即读者读出来的心得、感想、意想等，可用 “感”概括。此三者形成文本之 “内外意”的贯通和 “志—意—

感”有机系统。

谈 “文意”必然关联 “文气”，谈 “文气”必然标举 “气韵生动”。曲尽其意、三致其意等行文策略不

仅有助于 “文意”蓄积，而且有利于其 “气韵生动”营造。尽管 “气韵生动”最早由南朝齐代画家谢赫作为

六法之一④，但它不仅是绘画最重要的一法，而且多被用以指文意创造生态与文意接受效果。在中国文论中，

文气多以跌宕有致的节奏与气势为美，常给人以可听可感的音乐美；文意多沉积为深厚的韵致，多给人以可

观可味的画意美，二者又多处于并存状态，共同达成视听觉审美会通。况且，通过读者 “观象得意”，文意

常被播散到文本之外。面对余韵缭绕的文学文本，读者获得的是耐人寻味的审美享受。

中国文意论所涉及的文意探求策略多为内外兼求，既出乎其外以 “知人”，又入乎其内以 “论世”；还要

依据文意，推测作者志意，即 “以意逆志”。通盘而观，读者要准确把握文中意，首先应注意 “知人论世”；

要落实好 “以意逆志”，就要从体会文中意切入。这就意味着，把握文意的最好方式是 “瞻前顾后”“通盘考

虑”。金圣叹在评 《西厢记》时，把古今作家运笔传意之道分为三种：“吾尝遍观古今人之文矣，有用笔而其

笔不到者，有用笔而其笔到者，有用笔而其笔之前、笔之后、不用笔处，无不到者。”并进而指出：“不会用

笔者，一笔只作一笔用。会用笔者，一笔作百十来笔用。”《西厢记》作者之高明在于 “笔之前、笔之后、不

用笔处，无处不到”。再如，文龙在批 《金瓶梅》时，便提出如下读法：“又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

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

忆到第一回先。”⑤ 如此说来，借助 “知人论世”与 “以意逆志”两大传统方法论，我们可以实现中国文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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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评选：《明诗评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４４８页。
王夫之评选：《古诗评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２１７页。
《鲁迅全集》第 ８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 １４５页。
王实甫著，金圣叹评点：《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 １１、１３页。
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 ５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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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意—感”贯通。

３ 围绕作者与读者之 “感”，建立文前文后意义论的呼应与贯通。

天与人互相感应，人与人互相感动。中国文化带有很强的情感性，天地万物，宇宙人生皆含情脉脉，

这在美学上被称作 “宇宙的人情化”。《周易·咸·彖》释 “感”：“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

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乾·

文言》以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解释 “感”①，《说文解字》则说：“感，动人心也。”② 在文学创作与审

美活动中，各种情感、妙感都给人以精神冲击，由文辞传达的文情与文意便散发出生机和活力。所谓 “动

情”也就是 “动心”，包括了 “感应”“感发”“感动”“感兴”“感悟”，感而成文，文成而又给人以情感

和美感。

身具七情六欲的人在外物的刺激下，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感应，情有所感而发为吟咏，此乃再自然不过

的事。因此，刘勰 《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③ 文学创作触物

兴感，感物动情，“情动而辞发”，其由 “感物”到 “吟志”，文意便应运而生。唐代人更是特别重视文气以

及感应在文意创造中的作用。《文镜秘府论》记载，王昌龄在 《诗格》中谈到 “起首入兴体”时就有 “感时

入兴”之说：“夫文章兴作，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乎言，闻于耳，见于目，录于纸。意须出万人之境，望

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④ 感物而气动，气动而意生，意生成言论，经耳闻目见，

而被记录。经诗人用心所成之文，意境开阔，大气磅礴。谈到 “十七势”时，其中第九即为 “感兴势”，指

出：“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⑤ 感兴缘于外在物色万象的触动，感兴

而有回应，形成会心共情。宋人葛立方讲：“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⑥ 作者感兴

动情，成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之文；对读者而言，文中 “情理”，常常令人易入易感。

关于 “感”的会通性及其力度，唐君毅在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说：“实则感觉即感通，通即合内

外，而兼知内外。”⑦ 此尽管是就哲学意义上的心与境之感通以及心灵之感通、感官活动之感通而言的，但却

启发我们联想到 “感”所固有的 “通”的优势。文论家们所论作者为文前的 “感兴”与读者观文后的 “兴

感”之贯通，是前后呼应的。因此，从作者感物而兴、感事而发的文意创造，到文本天地的 “传神写照”

“气韵生动”，再到读者循着 “感同身受”，通过体验与体认获取意义，中国文意论让我们看到了文情文意的

另一重会通。

因为植根于传统文化，所以文意论富有生机和活力。与西方生发于 “语”而以 “符码”为要领的意义论

相比，中国文意论根植于 “文”而以 “象”为基石。传统 “文”之 “意”观念具有丰富而多层的内涵。对

此，曹顺庆、吴兴明曾经有过这样的概括：“‘意’是相对于形、象、体、貌、言、语、笔、墨、色、景、声、

音等，———一句话，相对于五官直感的那个作为对象灵魂的、更为幽深的东西。‘意’不仅有言语之意，形

象之言，笔墨之意 （书画），声音之意 （音乐），还有形貌之意 （身体）、山水之意 （自然）、天地之意 （玄

意）。‘意’相对于表达来说是 ‘旨’，相对于品鉴来说是 ‘味’，相对于形体来说是 ‘神’，相对于声音来说

是 ‘韵’，相对于色貌来说是 ‘心’，相对于结构来说是 ‘气’，等等等等。‘意’是物的生命，因此，它是

活的、流动的，生气灌注的。对中国古人来说，人不只生活在一个有形的身体的世界，尤其生活在一个 ‘意

义’充沛的世界。因此，人生在世不仅要辩识这个世界的 ‘形’，而且要由形而进入意义之境。意义论由此

转入中国独特的生存价值论。”⑧ 根据中国传统文意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既是文意得以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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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 ２３０、１３页。
许慎撰，陶生魁点校：《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 ３４６页。
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 １７３页。

⑤　 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 １３１５、３９３页。
葛立方撰：《韵语阳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２６页。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５７页。
曹顺庆、吴兴明：《论中国诗学的知识背景———关于传统知识谱系的研究报告 （提要）》，《文学前沿》第 １辑，北京：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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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和表象，又是文意赖以潜藏寄居之内里。

中国文意论初生于 “文不逮意”传达之困，围绕 “明象尽意”“以文传意”等文意营造经验与 “观象得

意”等文意解读体验展开，并形成 “曲尽其意”“三致其意”“意随笔生”“意在言外”“意味深长”等系列

审美观念。金圣叹评 《水浒传》有言：“文文相生。”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叙述单元并置连接，便可形成有机的

叙事。我们可以说：“意意相接。”不仅文本每个创意单元可以相接而形成意义共同体，而且不同维度的文意

也可互相连缀，为珠联璧合的传统文意论建构增砖添瓦，以增其 “美美与共”的系统化厚度与高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１９ＺＤＡ２４７）的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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